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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稳增长“下限”继续承压，贵州加大投资力度拉升经济增长，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举债

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可持续

发展、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巨大、发展过

度超前、债务结构不合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载能力不相适应，存在一定的潜

在风险。因此，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行长王永进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

认为，贵州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应警惕和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西部地区挑战：投资和消费能否有机互动 

王永进表示，按照贵州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仍应加大一些瓶颈领域的投资建设力度，促

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带动消费。王永进说，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同消费结构的升级之

间具有必然的联系。一方面，经济转型为消费结构的升级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消费结

构的升级又为经济转型提供市场拉动力量。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

贵州的经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消费水平相差很大，要实现 2020 年与全国同步建

成小康社会，还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加大基础投资建设力度，尽快解决交通、水利和民生社会

事业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 

王永进认为，当前，西部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把投资和消费进行有

机互动，保持平衡匹配，关注质量效益、实现居民财富增收。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只盯住 GDP，

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也要有区别化的政策。就贵州而言，在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关键着力点

是坚持投资有效性，杜绝短期行为的形象工程，着力保障民生工程的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在保

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逐步提升居民财富、转变为长期消费需求，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发

展初衷。 

 

加大投入应防范区域金融风险 

“对于贵州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大投资力度虽是正确的选择，但也要警惕和防

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王永进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债的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对于加快

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由于贵州仍处于“双欠”地区发展阶段，市场作用有限，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行

为造成部分市县地方政府性债务数额巨大、发展过度超前、债务结构不合理，与财政的承载能

力不相适应，必将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对此，他认为要在后发赶超中强调科学发展理念的同

时，同步建立健全“四个制度”，即：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控

制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制度和地方政府债偿债基金制度。 



近几年地方政府债务之所以迅速膨胀，其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在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

方面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各级干部都希望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加快发展步伐，

尽快改变落后的面貌。而自 1994 年财税体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加大了财力的集中度，地方

各级政府可自主支配财力减少，造成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一方面是巨大的投资资金

需求，另一方面是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收入，于是通过举债筹集建设资金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必

然选择。同时，在目前国家的干部任用考核体制下，举债搞建设是 “本届政府借债，下届政

府还钱”，政绩是体现在当前，而还债的责任则留给了继任者。因此，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

务的监管制度，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借、用、管、还”等情况实施全口径动态监管，并以此

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绩效和任期经济责任的重要内容，明确和落实债务偿还的责任，

防止违规举债、盲目举债和过度举债，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绩效。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偏大，个别地区尝债压力较大，为了维护地方政府信用，

防范出现债务违约，要努力调整好债务期限结构，努力使用中长期信贷资金，严格控制短期(

特别是高利息)资金；同时应通过严格的年度预算安排刚性约束，建立地方债偿债基金的机制

，把财政结余、债务投资收益、土地出让收入、国有资产收益或资产划转等途径，统筹平衡各

类地方债务偿还。这样可以通过机制制度建设，保证地方债务偿还资金的稳定来源消除外界对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担忧。”王永进说。 


